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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纾“卫道”行为研究
———以《海外轩渠录》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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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林译小说《海外轩渠录》是乔纳森·斯威夫特所著《格列佛游记》的早期汉译本。 从译者行为

的角度分析《海外轩渠录》，发现林纾为避免传统意识形态受到冲击，对原作进行大幅改写，并在译本

中构建起一个孝道得以践行、皇恩受人尊崇的契合中国古代传统价值观念的文本世界。 结合林纾的

译外行为，探查其译内文本决策背后的动因，认为作为社会人的伦理站位与身份认同造成的“务实”
需求，驱使作为语言人的林纾作出宣扬孝道、维护皇恩的“卫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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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译小说《海外轩渠录》于 １９０６ 年经商务印

书馆发行，是英国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的政治

讽喻小说《格列佛游记》 （Ｇｕｌｌｉｖｅｒ􀆳ｓ Ｔｒａｖｅｌｓ，１７２６）
的首部汉译单行本。 林纾在这部翻译小说中展现

出鲜明的“卫道”行为。 伦理站位与政治身份认

同驱使其基于本土道德规范阐释《格列佛游记》，
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写，为域外小说增添了一层

宣扬孝道、维护皇恩的滤镜。
然而现有文献尚未对《海外轩渠录》及林纾

的“卫道”翻译行为予以足够关注。 林纾作品集

均未收录全文，仅是摘录其译序。 在中国知网以

“海外轩渠录”为关键词检索，仅有 ７ 篇期刊论文

与 ２ 篇学位论文。 相关研究成果之有限，与小说

重要的研究价值极不匹配。 此外，关注林纾爱国

图强、启发民智等进步性译者行为的文献较为丰

富，但探讨其宣扬孝道、维护皇恩等保守性译者行

为的研究仍显不足。 因此，结合林纾的译外行为

探讨其在《海外轩渠录》中的译内“卫道”行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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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有助于弥补学界对《海外轩渠录》的关注空

缺，另一方面对剖析林译小说中的“卫道”行为、
完善林纾译者研究也有启发价值。

　 　一、译者行为与林纾的卫道改写

因文本视域下的翻译研究主观性，诸多翻译

现象尚未得到科学系统的阐释。 为此，周领顺将

翻译置于社会视野下考察，提出 “译者行为批

评”，即“译者在对作者 ／原文求真的纯翻译行为

基础上，融入务实性目标，特别是译者个人及其他

赞助人务实于读者 ／社会需要的目标而表现出的

非纯粹的翻译行为，即译者的社会性行为” ［１］。
换言之，译者作为语言人的文本行为 ／译内行为与

其作为社会人的非文本行为 ／译外行为，都属于译

者行为研究的范畴。 作为翻译活动的执行者，译
者是文本调试过程中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因而

“把译者作为研究的突破口，有望破除译学研究

和翻译批评实践主观性的‘顽疾 􀆳” ［２］。
在中国翻译史尤其是文学翻译史中，译者出

于“务实”需求而改写文本的案例层出不穷。 管

新福曾指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讲求文道合一，
文学作品在文的外在形式下，还必须有道的内

容。” ［３］所谓“道”，即文学作品所承担的教育教化

功能，其在中国古代通常与儒家意识形态挂钩。
对“道”的卫护贯穿于林纾的翻译生涯。 他一方

面对域外小说的异质成分十分通融，但另一方面

又受旧式文化规约惯性的影响，时常大刀阔斧地

改写外国小说，其中不乏借西方人之口宣扬、维护

中国传统意识形态，以本土道德准则阐释域外小

说主题等行为。 这也正应了王宏志所言：“晚清

译者和论者在译介西洋小说时，一方面希望引入

一些对中国旧社会有冲击的新思想，另一方面却

恐怕会破坏他们希望保留的传统意识形态。” ［４］

一旦外国作家笔下的故事情节有悖于中国传统伦

理观念，如瓦解孝道、亵渎君权等，林纾或删、或
改、或加以评论以调和小说情节与晚清社会意识

形态的冲突。 通过翻译来改写和卫护儒家道统可

谓林纾最典型的译者行为。

　 　二、《海外轩渠录》中的卫道行为

“卫道”指的是卫护儒家道统，即在一定社会

文化背景下，捍卫、维护儒家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念

的行为。 卫道是贯穿林纾翻译活动的典型译者行

为。 钱钟书曾探讨林译作品中的“讹”，即译文中

“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

很贴合原文”，并指出人们更多地关注其删减之

讹而忽略其增补之讹。［５］ 《海外轩渠录》中就有大

量的以卫道为目的的增补之讹，即植入本土道德

准则来阐释孝道与皇恩的正当性，进而宣扬孝道

并维护皇恩。
　 　 （一）宣扬孝道

孝道是维系伦理观念的重要纽带，更是儒家

文化的重要支撑，因而文学作品中的虚构家庭也

多在“孝”的基本框架下运转：父慈子孝、夫忠妻

贤、兄友弟恭、长幼有序。 但绝大多数西方小说即

使刻画伦理关系，也无意呈现儒家思想所倡导的

孝道。 《格列佛游记》正是如此，父子、家庭等概

念出现频次极低，部分情节甚至瓦解孝道。 为此，
林纾植入了“孝”的元素以宣扬孝道及基于“孝”
衍生出的生育观和家庭伦理观。 这集中体现在小

说第一章格列佛对个人生活经历的介绍中。
原作：Ｗｈｅｎ Ｉ ｌｅｆｔ Ｍｒ Ｂａｔｅｓ， Ｉ ｗｅｎｔ ｄｏｗｎ ｔｏ ｍｙ

Ｆａｔｈｅｒ； ｗｈｅｒｅ， ｂｙ ｔｈｅ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ｈｉｍ ａｎｄ ｍｙ Ｕｎ⁃
ｃｌｅ Ｊｏｈｎ， ａｎｄ ｓｏｍｅ ｏｔｈｅ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 ｇｏｔ Ｆｏｒｔｙ
Ｐｏｕｎｄｓ， ａｎｄ ａ Ｐｒｏｍ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ｉｒｔｙ Ｐｏｕｎｄｓ ａ Ｙｅａｒ ｔｏ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ｍｅ ａｔ Ｌｅｙｄｅｎ． ［６］１５

林译：四年既毕，余归省吾父。 父悦，复赐资。
及余季父约翰，与他戚畹，咸有所赐，综得金镑四

十。 众尚许余，年予三十镑，资余于利登之间。［７］１

原作本是讲格列佛离开贝茨医生之后“回

到”（ｗｅｎｔ ｄｏｗｎ ｔｏ）父亲身边，但林纾将这一行为

翻译为“归省”。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孝道价值观

对“归省”这一概念产生深远影响。 在绝大多数

语境中，“归省”特指出于尽孝目的回乡探望父

母。 此外，父亲、叔叔约翰以及其他亲人对格列佛

学业的资助也被林纾翻译为“赐”，带有长辈予以

晚辈恩惠之意，暗示尽孝是获得家庭经济支持的

必要前提。 林纾增补了原作中不存在的父慈子

孝，完成了对格列佛返乡行为的纲常化阐释，为小

说植入了孝道的元素。
此外，孝道衍生出的传统生育观念也是林纾

关注的重点。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受孝道影响，生
儿育女被视为对父母养育之恩的回报。 传承家族

血脉是尽孝之责任，而“断了香火”则被视为非孝

之罪过。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即是中国传统生

育观念的缩影。 但《格列佛游记》第六章对利立

２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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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特生育习俗的介绍却将男女婚恋视为动物式的

结合，所生育的子女也不过是淫欲的产物。 因而

父母与子女之间仅存基于自然法则的情感，父母

并无养育子女的义务，子女也没有尽孝的义务。
正如韩南（Ｐａｔｒｉｃｋ Ｈａｎａｎ）所言，这一情节对于时

常在译序中强调孝道的林纾而言是难以接受

的。［８］因而林纾的译文完全回避了原作所强调的

动物式男女结合，尽量避免对孝道的冲击。 至于

养育之道，他解读为 “母不乳子，于法律亦无

忤” ［７］３２，即法律可以不追究偶有的不愿生育与不

愿抚养子女之人，但回避了原作中子女无须尽孝

的说法。 可以看出林纾并不愿展现“无孝”这一

原著基本设定，试图避免译文冲击“孝”的话语。
受孝道观念的影响，中国古代家庭分工中，男

性通常承担更多经济责任，而女性更多负责家务

琐事。 正因缺乏独立的财产权和经济自主性，女
性的经济决策往往受到父亲、丈夫、兄弟甚至儿孙

等男性的监管。 因而中国传统文学几乎都是男性

中心叙事，鲜见强势女性。 林纾的译文也一定程

度体现了这一经济层面的男尊女卑之道，如小说

第八章格列佛准备再次出海时的情节：
原作： Ｉ ｌｅｆｔ ｆｉｆｔｅｅｎ Ｈｕｎｄｒｅｄ Ｐｏｕｎｄｓ ｗｉｔｈ ｍｙ

Ｗｉｆｅ， ａｎｄ ｆｉｘｅｄ ｈｅｒ ｉｎ ａ ｇｏｏｄ Ｈｏｕｓｅ ａｔ Ｒｅｄｒｉｆｆ． ［６］７１

林译：遂留一千五百金镑，授吾妻，且为购屋

于利得斐。［７］４６

格列佛为其妻子留下一笔资金用于购置房

产，林纾在此处将“ｌｅｆｔ”译为“留”的同时，还增补

了动词“授”。 而“授”带有强势者给予弱势者之

意，凸显男性在家庭经济决策中的强势地位以及

女性作为附属品的身份。 这一处理强调了男女在

家庭生活分工中的地位，维护了孝道的男性中

心观。
　 　 （二）维护皇恩

皇恩指的是皇帝赐予的恩宠和恩泽。 对于臣

民和百姓而言，皇恩通常意味着提升政治地位、获
取大量财富、实现个人抱负的机会，因而他们渴望

皇恩并维护皇恩。 皇恩的“授予—维护”式互动

模式也成为了维系社会稳定的重要道德规范，在
文学作品中通常体现为歌颂皇帝的雄伟姿态、仁
德之心、治国能力，凸显臣民对皇恩的感激与报效

皇帝的强烈意愿。 面对并不尊重皇恩的《格列佛

游记》，林纾为皇帝形象增添了威严气质，并将格

列佛的部分行为动机阐释为报答皇恩。

在林纾的译文中，皇帝形象被多次改写美化，
其中对第一卷第二章皇帝外貌描写的美化最为

明显。
原作：Ｈｅ ｉｓ ｔａｌｌｅｒ ｂｙ ａｌｍｏｓｔ ｔｈｅ Ｂｒｅａｄｔｈ ｏｆ ｍｙ

Ｎａｉｌ， ｔｈａｎ ａｎｙ ｏｆ ｈｉｓ Ｃｏｕｒｔ； ｗｈｉｃｈ ａｌｏｎｅ ｉｓ ｅｎｏｕｇｈ
ｔｏ ｓｔｒｉｋｅ ａｎ Ａｗｅ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Ｂ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Ｈｅ ｗａｓ ｔｈｅｎ
ｐａｓｔ ｈｉｓ Ｐｒｉｍｅ， ｂｅｉｎｇ ｔｗｅｎｔｙ⁃ｅｉｇｈｔ Ｙｅａ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ｒｅ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ｓ ｏｌｄ，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ｈｅ ｈａｄ ｒｅｉｇｎｅｄ ａｂｏｕｔ ｓｅｖｅｎ，
ｉｎ ｇｒｅａｔ Ｆｅｌ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ｖｉｃｔｏｒｉｏｕｓ． ［６］２５

林译：皇帝天表玉立，较群臣为壮硕，望之俨

然，且威毅无伦……闻已御宇七年，七年中恒得大

捷于邻境。［７］１０

原作从俯视视角详细描绘了利立浦特皇帝的

外貌特征。 皇帝虽比群臣略显高大，但其体格在

格列佛的视角下依然十分袖珍，作者以此讽刺皇

帝的自命不凡。 后文中作者还使用 “ ｇｒａｃｅｆｕｌ”
“ｍａｊｅｓｔｉｃｋ”（ｍａｊｅｓｔｉｃ）等表宏大伟岸之意的词汇

来形容皇帝的迷你身形，试图以反差强化幽默讽

刺的效果。 但译文中，林纾用“天表玉立” “威毅

无伦”形容皇帝，呈现出英勇威严有气概的皇帝

形象。 这一表述与原作相去甚远，将负面的皇帝

形象正面化，也消解了讽刺本意。 关于皇帝的掌

权历程，原作的表述是“ｈａｄ ｒｅｉｇｎｅｄ ａｂｏｕｔ ｓｅｖｅｎ”，
即“已经在位 ／执政七年”之意。 但林纾将“ｒｅｉｇｎ”
译为“御宇”，即统治天下之意，进一步强化了皇

帝的威武。
林纾对皇恩的维护并不局限于美化皇帝的负

面形象，只要有皇帝出场的桥段，即使并无讽刺挖

苦之意，林纾也会想方设法增添笔墨以美化、赞美

皇帝。
原作：Ｈｉｓ Ｖｏｉｃｅ ｗａｓ ｓｈｒｉｌｌ， ｂｕｔ ｖｅｒｙ ｃｌｅａｒ ａｎｄ

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 ａｎｄ Ｉ ｃｏｕｌｄ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ｌｙ ｈｅａｒ ｉｔ ｗｈｅｎ Ｉ
ｓｔｏｏｄ ｕｐ．［６］２５

林译：玉音妙发如琴，楚楚入听。［７］１０

原文形容皇帝的声音为 “ ｓｈｒｉｌｌ”，意为 “尖

锐”。 这是对皇帝声音的客观描述，不含任何感

情色彩与价值判断。 但在林纾的译文中，皇帝的

声音被译成“玉音”，即清雅美妙的声音。 经过林

纾美化润色后，儒雅的中国古代天子形象跃然

纸上。
此外，林纾还增补了对皇帝执政能力的赞美。

在原著小说第二卷第七章的练兵情节中，格列佛

本是好奇为何布罗卜丁奈格皇帝要在没有他国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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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的情况下组织军队训练并教导人民按军事纪律

行事。 然而林纾的译文却是“余心服皇帝神勇，
乃能训练陆军，至如此，彼无帝国外患。 而用兵乃

如是之神，因亦莫测其所以，已而知之矣” ［７］９０。
通过增补对皇帝用兵如神、兵法变幻莫测的赞美，
林纾呈现出了军事方面神勇的帝王形象。

林纾还改动了主人公格列佛对皇帝的情感偏

向，试图将格列佛的行为动因也阐释为与皇恩的

互动。 例如，格列佛不忍反抗皇帝对其不公的待

遇被林纾解读为“回念旧恩，心又恻然……我何

忍背惠而成仇” ［７］４１；为皇帝建言献策被解读为

“此策盖余悉其所有，贡其愚忠，亦以报皇帝之恩

遇” ［７］８６。 林纾通过增补原本不存在的忠君情结，
将格列佛与皇帝互动的心态转变动因解读为对皇

恩的感激和报答，将格列佛纳入臣民与皇恩的互

动体系之中。

　 　三、译外行为与卫道动机

林纾因不懂外语，需依靠合作口译者的转述，
进而引发译作中的大量误译。 但至少就《海外轩

渠录》而言，林纾宣扬孝道、维护皇恩的改写并非

无意识误译，而是有意为之。 在《海外轩渠录》译
序中，林纾明确小说的创作年代与背景是“一千

七百余年，去今将二百年，当时英政，不如今美

备” ［７］１。 他还将小说的写作目的解读为“葛利佛

侘傺孤愤，拓为奇想，以讽宗国。 言小人者，刺执

政也” ［７］２。 从译序来看，林纾十分清楚小说的创

作背景与基本定位，但卫道心切的他还是在译文

中植入了孝道与皇恩的元素。 这也正应了钱钟书

所言，即林纾“明知故犯”的翻译之“讹” ［５］。
因此，林译《海外轩渠录》中的“卫道”改写应

当被认定为带有强烈意志性的译者行为。 而正如

周领顺所言：“广义上的译者行为不全是翻译行

为， 所以非翻译行为往往能从译文上窥见端

倪。” ［９］开展译者行为研究的基本前提就是译者

的行为总体来看有规律可循。 译者作为语言人对

文本的调适通常是其作为社会人时的译外行为之

映射。 因此，结合译文深入描绘和分析林纾的相

关译外行为，可以更好地理解其在翻译过程中的

行为方式，并解读文本决策背后的卫道动机。
　 　 （一）伦理站位

译者的伦理站位很大程度上左右其翻译行

为。 从清末到民初，中国文人论战不休，其新旧之

争中的一大争锋焦点便是关于“孝”的伦理站位

问题。 中国古代政治体制推崇以孝治天下，而
“孝治”也衍生出“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的官员

选拔机制。 拥护、践行孝道被视为忠君的充分必

要条件，而非孝官员则会遭受政治打击。 但在晚

清时期，随着社会变迁、思想启蒙和个人权利观念

的兴起，形成了“父母无恩”的思想浪潮。 该思想

认为，父母养育子女天经地义，子女无须感谢或回

报。 这种“非孝”甚至“废孝”的思想便引来林纾

等“拥孝”人士的反击。
《清史稿本传·文苑列传》记载，林纾“任气

好辨，自新文学兴，有倡非孝之说者，奋笔与争，虽
胁以威，累岁不为屈” ［１０］３。 王桂妹认为：“早期林

译小说的一个重要宗旨即在于辨析‘孝 􀆳 并非中

国人所独有的伦理道德，西人同样讲求‘孝 􀆳，林
纾以此‘为西人辨诬 􀆳，指出‘西学可学 􀆳。” ［１１］换言

之，林纾试图在文学翻译中借外国人之口宣扬孝

道，证明“孝”具有贯通中外的普适价值，继而呼

吁读者抵制非孝之风。 因此，即使一些小说本不

具备“孝”的主题，林纾也要在译作标题中将“孝”
显化。 小说 Ｊｉｍｍｙ Ｂｒｏｗｎ Ｔｒｙｉｎｇ ｔｏ Ｆｉ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
（《吉米·布朗找寻欧洲》）讲述少年主人公因不

堪姐夫虐待，逃亡欧洲寻找父母的冒险故事。 但

林纾将其译成《美洲童子万里寻亲记》，增添了万

里寻亲的行孝动机。 小说 Ｍｏｎｔｅｚｕｍａ􀆳ｓ Ｄａｕｇｈｔｅｒ
（《蒙特祖玛的女儿》）中叙述者汤麦司（Ｔｈｏｍａｓ）
为母报仇仅仅是故事的引子，但林纾将支线转为

主线，为译作命名为《英孝子火山报仇录》。 小说

Ｔｈｅ Ｍａｒｔｙｒｅｄ Ｆｏｏｌ（《殉道的傻瓜》）被译为《双孝

子噀血酬恩记》。 小说 Ｔｈｅ Ｏｌｄ Ｃｕｒｉｏｓｉｔｙ Ｓｈｏｐ（《老
古玩店》）被译为《孝女耐儿传》。 小说 Ｄｅ Ａｒｍｅ
Ｅｄｅｌｍａｎ（《贫穷的贵族》）被译为《孝友镜》。 此类

改动小说标题以增加“孝”的话语分量的译者行

为在林纾的翻译生涯中层出不穷。
除了以译名“拥孝”之外，林纾还时常在翻译

序跋这一重要的副文本空间中宣扬孝道。 热奈特

（Ｇéｒａｒｄ Ｇｅｎｅｔｔ）认为尽管副文本不属于正文本，
但它们并非文本边界， 而是进入文本的 “门

槛” ［１２］。 巴切勒（Ｋａｔｈｒｙｎ Ｂａｔｃｈｅｌｏｒ）在翻译研究

视角下，将副文本定义为“影响文本接受方式的

门槛” ［１３］。 于翻译小说而言，作为“门槛”的译者

序跋正是译者解读原作的导读空间，对文本受众

影响深远。 林纾正是一位酷爱撰写序跋的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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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副文本空间中不难看出林纾坚定的“拥孝”
伦理站位。 《美洲童子万里寻亲记》序中，林纾称

“父子天性，中西初不能异，特欲废黜父子之伦者

自立异耳” ［１４］１４－１５，试图证明孝道是西方人也遵守

的世间普遍美德，同时反驳废孝的社会声音；《英
孝子火山报仇录》序中，林纾反驳“欧人多无父，
恒不孝于其亲” ［１４］９的流言，还称践行孝道是为国

争光之举；《英孝子火山报仇录》译余剩语中，林
纾感叹“孝之于人，能自生其神勇矣” ［１４］１０，再次

强调孝道的重要性；《双孝子噀血酬恩记》评语

中，林纾怒斥不孝之人为“虚无党”，并将小说主

人公与《史记》中战国刺客聂政相类比，以证明孝

道具有贯通中西的普世性［１４］３１－３２；《鹰梯小豪杰》
序中，林纾称小说“所言均孝弟之言，所行均孝弟

之行” ［１４］５４，夸赞小说主人公是以“孝弟”为事业

根基的真豪杰；《孝友镜》译余小识中，林纾称小

说内容为“人伦之鉴”，并将译名解读为“亦以醒

中国人，勿诬人而打妄语也” ［１４］５５，警醒国人西方

人也遵从孝道。 林纾坚定的“拥孝”伦理站位从

其译序中对孝道的反复论述可见一斑。
林纾的“拥孝”并非口号式行为，其作为语言

人的“卫道”很大程度上源自其作为社会人的“行
道”。 从《述险》一文中不难窥见林纾践行孝道的

经历。 父亲病重之时，林纾祈祷能代父而死：“越
十日，府君疾革，余恃有幼弟乃露香稽颡告天，请
以身代。” ［１５］２－３母亲病重之时，林纾祈祷以科名换

取母亲善终：“起五更爇香，稽颡于庭而出沿道拜

祷至越王山天坛之上，请削其科名之籍，乞母以善

终，勿使颈血崩暴以怛老人。” ［１５］２－３因此，林纾被

视为践行孝道的典范。 《清史稿本传·文苑列

传》称其 “事母至孝”，陈宝琛则称其 “事亲至

孝” ［１０］２－３。 因而面对非孝之风的意识形态冲击，
作为“行道”楷模的林纾极力维护“孝道”的话语

权。 纵观林纾维护孝道的译者行为，可以发现其

翻译小说中的人物鲜有非孝之人。 林纾不仅将不

孝子改写为孝子，还要在不涉及“孝”的情节中植

入孝道，以期望读者意识到孝是贯通中外的普世

美德。 在文学翻译中植入孝道、宣扬孝道的“卫
道”行为本质上是林纾作为“拥孝”的老派知识分

子对“非孝”的新派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论战。
“拥孝”的伦理站位促使林纾在《海外轩渠录》中
开展“卫道”改写，并对孝道及其衍生观念加以本

土化道德阐释。

　 　 （二）政治身份认同

政治身份认同决定译者如何诠释文本，对译

者行为造成不容忽视的影响。 如果译者对某些主

题持特定看法，便会倾向于强调或削弱文本中相

关内容。 诸多涉及“后殖民”和“女性主义”的文

学翻译案例就是很好的佐证。 受史观的影响，不
少影视作品与历史读物都将林纾刻画成顽固不化

的守旧人物。 尽管这种历史人物谱写并不严谨，
但不可否认林纾的政治身份认同总是被人贴上

“旧”的标签。 学界对林纾政治身份认同的探讨

较多围绕其戊戌维新前的忧国忧民与“五四”新

旧之争时的身份认同危机两条“明线”，鲜有人留

意林纾在“士人—皇权”互动关系中对皇恩的认

同这一隐藏的“暗线”。 《海外轩渠录》中诸多维

护皇恩的改写或正是源于林纾基于皇恩理解的政

治身份认同。
林纾对皇恩的认同源自其根深蒂固的忠君情

结。 在中国古代，士人与皇权相互依托，“忠君”
思想在文学与艺术中得以广泛宣扬，对皇恩的渴

望深入人心。 一方面，皇帝通过科举考试选拔知

识分子，给予士人群体恩宠；另一方面，士人对于

帝王恩惠的理解认同与回馈也成为维护社会秩序

的重要纽带。 尤其是成功转变为仕人之后，士人

群体作为皇权的依托和支持者，掌握道德话语，在
文化层面维护社会秩序。 林纾如同绝大多数布衣

文人一样，崇尚程朱理学，八股文水平了得。 光绪

八年（１８８２），林纾考取举人，而后为考取进士“七
上春官”，但都不第而归。 尽管林纾一生都未能

完成政治阶层转变，但他始终保持着对皇恩的高

度认同。
从 １９０１ 年的两件小事不难窥见林纾的忠君

情结。 其一是他将书斋取名为“望瀛楼”，以表达

对软禁在瀛台的光绪帝的怀念。 其二是他在书信

中写道：“……至有倡为革命之论闻之心痛。 故

每接浙士，痛哭与言尊王。” ［１６］林纾的忠君情结甚

至延续到清亡之后。 在《畏庐诗存》的序言中，林
纾将清政府倒台解读为“是岁九月，革命军起，皇
帝让政”，并叹息“惟所恋恋者故君耳” ［１７］。 在中

国古代历史中，王朝政权交替通常发生在君王逝

去之后，父死子继、兄终弟及。 辛亥革命打破了这

一传统，少年溥仪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
但林纾将这种武力逼迫下的狼狈倒台解读为“让
政”，即主动且有尊严的礼节性禅让行为，是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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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权交替。 这种阐释维护了溥仪的尊严，还增

加了让位于贤的家天下胸怀。
林纾的忠君情结还让其建构了类似“遗老”

的政治身份认同。 尽管在清廷掌权期间，林纾与

光绪皇帝未曾有过交集，但清朝灭亡之后，他却先

后十一次拜谒光绪陵，且每次都留下文章诗词，引
发巨大的社会舆论。 林纾这一举动也使其获得了

与“朝廷”前所未有的亲近，不仅与真正的清朝遗

老们交好，还与溥仪皇帝建立了不错的私交。 溥

仪为褒奖林纾对朝廷的忠心，曾先后赐题字“贞
不绝俗”和“烟云供养”。 林纾对此十分感激，答
谢曰：“呜呼，布衣之荣，至此云极。 一日不死，一
日不忘大清。 死必表于道曰：‘清处士林纾墓 􀆳，
示臣之死生，固与吾清相始终也。” ［１８］彼时的溥仪

早已不再是清庭的皇帝，但林纾与其的互动俨然

是君臣之交。
林纾对皇恩的认同还体现于他对君主立宪政

体的推崇。 辛亥革命前夕，他不断表达对革命的

恐惧，并期望保留帝制的立宪政体以从制度上消

解革命风险。 林纾对革命的恐惧主要源于法国大

革命。 在《玉楼花劫·序》中，林纾提到：
乃事情中梗，变出无方，于是鲁意举家及侠烈

之男女，均尽于斧锧之下。 读史者悲之，遂演为此

书……究竟法国初变共和，昏乱之事，亦惨无天

日。 此时事实，证之吾华史书，都无一似……［１９］８２

林纾时常用中国历史、中国文学作为对照来

阐释外国小说与海外大事件。 但法国大革命的惨

状完全颠覆了林纾的认知，超出了他的阐释能力

范围，只得感叹中华历史上没有任何类似法国大

革命的事件。 但林纾认为这种惨烈的武力冲突完

全可以避免。 在《英国大侠红蘩蕗传·序》中，林
纾认为：“要在有宪法为之限制，则君民均在轨范

之中，谓千百世无鲁意十六之变局可也。” ［１９］９５换

言之，林纾认为完全可以通过君主立宪政体的体

制性约束避免暴力革命，保全皇帝免遭路易十六

之苦。 彼时已是辛亥革命前夕，革命派的声量已

经盖过早就失势的改良派。 林纾的言论颇有借路

易十六惋惜光绪帝之意———若是当年变法成功，
便可以制度性地消解革命诱因，不至于面临当下

窘境。
林纾基于皇恩理解的政治身份认同并不意味

着他媚皇恩，他绝非真正的守旧者，更非前朝遗

老。 但不可置否的是，林纾在历史变革之际的政

治身份认同带有一定的阶级局限，其朴素而保守

的爱国之心并没有超越对皇帝的忠心。 忠君思想

贯穿林纾一生，维护“皇恩”成为林纾翻译行为中

的一条隐藏脉络：其作为社会人所恪守的臣德在

文学翻译中被普遍化为对虚构皇帝形象的尊重与

忠心；其对光绪皇帝变法失败的惋惜在文学翻译

中投射为对虚构的皇帝形象的明君化改写。

　 　四、结束语

在“求真—务实”的连续统评价模式中，林纾

在《海外轩渠录》中展现的“卫道”式译者行为明

显偏向“务实”一端。 出于“务实”的需求，林纾的

文本调适将读者完全引出了原作，继而构建起一

个契合中国古代传统价值观念的文本世界。 在该

文本世界中，孝道得以践行，君王受人尊崇。 结合

译内行为与译外行为，探查译者行为的一般性规

律，可以发现林纾“卫道”行为的动因源于其“拥
孝”的伦理站位与“士人”的政治身份认同。 尽管

有关林纾及林译小说的研究数量庞大，但大量探

讨局限于忠实与否的二元对错裁决，忽视了林纾

的译者行为及其行为背后的思想形成。 为规避文

本视域下的翻译研究主观性，有必要从译者行为

的角度切入，还以历史背景，重新阐释林纾及其译

作。 结合林纾的社会人行为探究其语言人行为，
也能更加准确地理解其文本改写的动因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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